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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岭南地区的中国化进程 *

赵 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文化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受北方文

化的影响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之中。开展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其范围应包括两广和福建，这也应

该成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就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而言，区域内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在进程上有同步性，从福

建到广西存在一个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在大多数时间里，岭南地区的文化显得消极、被动，更多

是受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接受多，反馈少。岭南文化进程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占据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

时间。此时岭南仍处于采集经济阶段，没有谷物农业。但是，本土文化强势崛起，南北文化交流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变得

复杂，且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其中，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

现了一个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第二阶段是商周时期，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的全方位渗透，为岭

南地区早期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是秦汉时期，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关键词：岭南 中国化  半环形文化带  印纹硬陶—原始瓷体系

中图分类号：K8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10（2024）01‒0004‒06

这两年里，我有好几次机会来广东、福建，这次又来到了广西柳州。这两年里，我也多多少少地

参与设计了岭南的同志们正在筹划的“考古中国”项目，既接触了岭南地区最新的考古材料，又在包

括今天会议在内的多个场合与各位的当面交流中不断得到启发，加上在参与“考古中国”项目设计时

的一些思考，自我感觉想通了一些事情，愿借今天这个场合把我对岭南考古的几点理解和认识讲出来，

与大家交流。

一、立足岭南地区早期文化“中国化”进程研究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甑皮岩遗址发掘 50 周年”，但我个人在谈岭南

地区的时候，总是注意避免使用“文明化”一词。要说清楚背后的原因，需要先从“文明”和“文化”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说起。这两个词在一些场合意思是相同的，但在另外一些场合又有区别。在本应该

仔细区别的场合混用，就会引起误解和混乱。例如，在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

展问题的研究中，就有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情况。中国文明起源这个问题是大约 40 年前由夏鼐先生、

* 本文根据 2023 年 11 月 16 日笔者在广西关林“岭南地区早期文明化进程暨甑皮岩遗址发掘 50 周年”会议上的发言改定。发言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彭小军先生整理成文字稿，修改过程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先生、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张闻捷先生的指教，

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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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来的。他们根据当时考古学对夏商时代国家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对新石器时代

晚期以来的一些最新发现如大地湾、良渚、牛河梁以及龙山文化等进行评估后认为，中国最早的文明

或国家的形成应当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对此，他们两位说得很明白，即所谓中国文明问题就是中国境

内最早的国家的起源问题以及最早的国家的出现问题。此后，学术界有关如何看待文明三要素等的讨

论，以及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有学者说，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肩

负着中国文明探源的任务。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当时无论安特生先生还是李济先生，他们关心的主要

问题是中国文化是西来的还是本土的，这里面没有多少关于国家这种政体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内容。也

有学者主张，8000 年前就有了七阶音乐，有了占卜，有了刻画符号等，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当从这

个时候开始。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向前推，推到人们发明农业，推到有巢氏、燧人氏。这些确

实是人类文化一步步向上的标志，但还没有到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发生的历史节点上，所以我认为这种

主张不妥。

回到岭南考古上来。听说一些主管部门强烈希望把岭南考古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猜想，他

们也许是把文化过程的研究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两个不同的研究任务搞混淆了。前者是物质文化

史的研究，如何时何地有什么样的考古学文化，它受到来自何方的影响或者它影响了谁等问题。后者

是社会发展状况、发展程度的研究，重点在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问题上。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研究

代表了考古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的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水到渠成地开启后者。这两个阶段的

研究对资料的要求和研究的技术方法有非常大的差别，不是一回事。当然，也可以要求两步并作一步

走，既做文化过程的研究，又做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但社会研究需要的是聚落考古材料，

而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聚落考古在岭南开展得比较晚，相关资料的积累尚不能支撑这个课题的开展。

两步并作一步，在眼下还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更何况岭南长期位于史前农业文化区的外围，自己虽

然在发展，但并不是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主要参与者。

所以，当下岭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重点不是这个地区的文明化过程，而是更基础的岭南地区

文化的中国化过程。我们所说的岭南，范围很大，包括广东、广西和福建三地。这么大的地域里，各

地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系列还很不完整，在建立当地的文化体系上，考古学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但

这个文化系列或框架不建立起来，内部的各种文化关系没有梳理清楚，学问就没有继续深入的坚实

基础。鉴于此，我主张文化过程的研究才是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

尽管研究岭南文化过程的资料还不完整，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个大趋势、大方向，即在中华文

化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文化曾经是具有很强特殊性、独立性的一元，但在之后的发展演进中，主要

受北方的影响而一步步融入一体化进程。我主张的“中国化”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来说，我们如果

把文化的动态看作其背后社会动态的表达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化过程还将是引导我们接下来深入

探讨社会文明化的重要线索。

二、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岭南

苏秉琦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谈及南方文化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存在一个从鄱阳湖

到珠江三角洲为轴线的南方文化区。就当时的资料看，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时至今日，我

们已经知道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南岭两侧的文化有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珠江三角洲地区不同时段

所见的来自岭北方向的影响也不止赣江流域一个方向。归拢这些新资料，我们还是将岭南岭北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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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比较好。

岭南地区主要包括现在的两广和福建三地。两广的北面皆以南岭为界，地理范围清楚。广西在文

化上向西是否与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有联系尚不得其详，但西江是在贵州境内发源的，几乎流经了云

南整个东半部，所以两广地区的文化与云贵存在关联，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福建地区几乎全部是山地，

历年的发现被划分为内陆山区和濒海区。内陆山区内的发现分布在浦城、南平、三明一线，年代集中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论者都注意到它们与浙南和江西等地的文化有相当的关系。所以，可以视其为岭

北文化向东南方向山区的渗透，其沿海地带的文化如最近在平潭岛上发现的包括壳丘头遗址在内的

一连串文化方可算作岭南文化的一部分。

岭南三地文化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这是以后需要探讨的课题。但从宏观的视野来看，无

论如何，岭南地区和长江流域，或者说与岭北地区相比，还是相对独立的一大块，理由如下。一是在

新仙女木期结束后，两地文化在新石器化方向发生了明显分歧。岭北地区开始向农业，或者更准确地

说是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岭南则长期滞留在采集经济阶段。刚才赵志军先生在他的学术报告中

重申，岭南地区很可能也有农业，因为贝肉热量太低，人类不能仅靠采集贝类为食物而存活，一定还

有其他种类的食物。在甑皮岩一期地层中发现了一块炭化块根，这被看作是当时人们开发块根类植

物资源的证据，即岭南极可能存在这种种植块根类植物的农业。话虽如此，我们现在就这个农业的具

体形态如管理、栽培、驯化等还是所知甚少，也不知道块根作物在储存方面可否比得上谷物，能否在

人们的生活中和谷物农业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无论如何，南岭两侧是不一样的。二是岭南各地文化

进程的阶段性几乎同步。这一点，后面再重点讨论。

总之，岭南地区的文化在内容上有相似性，在进程上也有同步性。如此，从福建到广西，存在一

条位于岭北农业文化区外缘的半环形文化带。童恩正注意到，这条文化带大致与 400 毫米年降水带

重合，中国北部从东北到西南边地还存在一条“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正是中国农业文化区的北部

边缘。如前所述，这两个半环还很可能在云贵地区碰头并联络起来了。如此就在史前中国的文化格局

中形成了围绕农业区的一个环形结构。但是必须注意到，两个半环的差别也很大。简单地说，北半环

很早就开始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中。它既在某些历史时段接受陕晋冀地区

文化的影响，又在另一些时段反过来向南积极扩张。例如，兴隆洼文化甚至就是农业的发明者，在磁

山文化北福地类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来自兴隆洼文化的传播因素；龙山时代的石峁文化向南，齐家文

化向东，其影响都深入到中原腹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朱开沟文化也曾对整个北方文化有过重大影响。

至于藏彝走廊上的文化传播流向，也是以自北而南为主。反观岭南，在与岭北的关系上，好像在大多

数时间里显得消极、被动，更多是受到岭北农业文化区的影响，接受多，反馈少。这一点也在下面再

仔细说。总之，在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的总进程中，南北两个半环的作用不同。

三、岭南文化进程中的三大阶段

岭南文化进程中材料最完整的是粤北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福建和广西的资料尚不完整，但与广东

地区的情况对照来看，也能大体上知道当地文化的阶段性变化，且与广东基本同步。

第一阶段占据了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最后一次全球冰期结束到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之间

的万余年间，岭南岭北同属一个石器工业传统并都处于采集经济阶段，这使得此后两地依然在文化

的某些部分上长时间保持着相似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岭南各地都能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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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圜底陶罐（釜）和彭头山文化的几乎一模一样。彭头山文化之后不久，岭北陶器群的器类变得多

样起来。此时的岭南文化，在珠江三角洲的咸头岭文化、古椰文化中开始出现源自高庙文化和大溪文

化的影响因素，其陶器群构成也渐趋多样，只是复杂程度远远赶不上岭北。

南岭两侧文化这些隐约可见的联系尚不足以掩盖两地间巨大的或者说本质上的差别，即前文已

经说到的，自新仙女木事件结束以后，岭南、岭北的文化在生业经济上就分道扬镳了。岭北地区开始

向谷物农业的方向发展，经彭头山、汤家岗、大溪、屈家岭一路走下来。而在岭南，我们却始终未能

找到这个阶段谷物农业随上述因素一同南下岭南的确凿证据。在另一个方向上，位于钱塘江南侧的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以及河姆渡三、四层文化，也都没有任何南进武夷山地的意图。再晚一些的牛

鼻山、龙头山等遗址发现了崧泽文化因素，可见直到这个时候，岭北农业文化才渗透到武夷山地的西

北部，并且到此为止。总之，这个阶段的岭南仍然处于采集经济，没有谷物农业。

岭南地区出现谷物农业是拜石峡文化所赐。石峡文化因粤北韶关的石峡遗址得名，但在我看来，

它并非粤北的土著文化，而是和樊城堆文化有相当密切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是赣江流域文化的南缘。

赣江流域的文化越过南岭到达粤北，更远的动因也许和良渚文化晚期对江西的影响有关。不过，这是

另外一个问题。近几年广东从化横岭，黄埔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以及早些年发现的三水银洲一期遗

存表明，石峡文化并没有驻足粤北，其影响已经深入到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也随之到了这里。在黄

埔茶岭等遗址中，植物考古获得了炭化稻米，是为证明。以此为标志，岭南文化进入到第二阶段，即

谷物农业开始的阶段。只是现在还不知这里的农业程度究竟如何，它是怎样立足和发展的，又是怎样

推动当地文化、社会发展的，这是今后要深究的课题。

与此同时，广西地区由于这个时段的材料太少，无法讨论。东侧福建沿海地带的昙石山文化则显

然受到农业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陶器群和石器工具群一改采集经济文化的单调和简单，变得复杂

起来，陶器分炊爨、饮食、盛贮等器类，石器群组合则与农业文化无异。这些变化至少表明农业文化

给当地带来了巨大影响。

这个阶段的另一特点是本土文化的强势崛起，导致南北方文化交流的空前活跃，文化关系变得

复杂，不再是来自岭北的单方向传播。在石峡文化阶段，珠江三角洲东侧突然出现了一个制作水平甚

高的陶器群，曾被称为“涌浪类型”“虎头埔类型”等，最近李岩先生根据横岭墓地的发现将之命名

为“横岭类型”。横岭类型的陶器以烧成温度高、胎色灰白、遍饰曲折纹的高领矮圈足小罐最为多见，

在虎头埔还发现了烧制这类器物的专业窑场。在横岭墓地，这类高领矮圈足小罐的数量与石峡的陶

器几乎是对开的，两个文化在此硬生生地对撞在一起。这类器物的分布很广，在粤北石峡、福建昙石

山甚至牛鼻山、好川诸文化类型中都有发现，广西境内也有其踪迹。从这些情况看，横岭类型作为岭

南本土文化，在与南下文化的关系上互有折冲，即此时的岭南不再只是北方影响的单方面受体，这是

这个阶段的新现象。

横岭类型独特的器物类型、颇高的制作工艺和很高的专门化程度乃至商品化生产，其出现在岭

南，都给人非常突兀的感觉。在采集经济社会中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文化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后

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最近，在闽西山地的三明市明溪发现的南山遗址也出土了拍印纹陶器，其曲折

纹、梯格纹等几乎和横岭别无二致，只是它的碳十四测年较与横岭同时的石峡文化早了一个阶段。从

南山到珠江三角洲，隔着重重大山。今天的会议上，虽然付琳先生的报告分析了南山的印纹陶向东传

播，与闽侯一带的昙石山文化有所关联。但南山新的发现非但没有解决横岭类型的起源，反而使问题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就眼下的资料看，印纹陶的起源似乎有两个中心，一个在闽西，一个在珠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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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东侧，果然如此？显然还要好好研究方可。

继横岭类型之后，印纹陶在岭南大盛，先后出现了云雷纹和夔纹两个阶段，年代自夏商延续到两

周。按博罗横岭山墓地发掘者吴海贵先生的看法，这套印纹硬陶的分布中心在粤东地区。最近几年的

新材料表明，它的中心区范围也许更大。广东平远水口、福建浦城猫儿弄都发现了大规模的云雷纹陶

窑场，广州博罗梅花墩则发现了夔纹陶时期的窑场，表明此时的印纹硬陶几乎覆盖了整个岭南，甚至

越过南岭，延伸到了江西东南和浙江的南部，在湖南、贵州的南岭北麓也能觅到其踪迹。较稍早的横

岭类型而言，南岭土著文化在面对北方文化时变得更加强势，更加积极进取。这个时期，岭南文化还

有一大意义深远的发明创造，即原始瓷产业。泉州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场由至少 9 座初具龙窑形态

的窑址组成，年代最早可能上溯到夏纪年，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原始瓷生产地。它的发现不仅表明原始

瓷技术源自印纹硬陶，是岭南制陶业技术发展的新阶段，其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在于，原始瓷生产很快

成为一个产业，如近年在浙江安吉等地都发现了生产原始瓷的专业窑址。该产业所带来的社会分工

之深刻，不亚于北方青铜制造业，且产品较青铜器更加“亲民”。所以，它的生产和流通更像是一个

商业化体系，而非主要服务于“祀与戎”的贵族手工业。如此一来，这套最早出现于横岭类型的印纹

硬陶—原始瓷体系就意味着岭南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条新的有别于中原社会的途径。这当然也是值

得下大力气深究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此时的岭南已然不再局限于岭南，而是向北把浙江的全部都

纳入其中，江西也应在这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即历史上的越、百越。当然，既然号称“百越”，就不

是一个统一体。譬如闽东的黄土仑和揭阳潮汕一带的浮滨都是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但在宏观格局上，

它是相对于北方文化的一大块，并且和前一阶段被动受体的角色不同，积极参与了中国化的混一进程。

商周之世，以中原为根基的北方文化、社会、政治不断壮大。《左传·哀公》：“禹合诸侯于涂

山，执玉帛者万国。今其存者，无数十焉。”[1]《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

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2] 所谓是焉。伴随着长江流域的地方社会被不断并入

中央王朝的版图，开始是长江流域，后来是直接来自北方中原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渗入岭南。在博罗

横岭山墓地，我们发现了青铜斧，意味着先进生产力的注入；发现了青铜戈、矛、短剑、箭镞等兵器，

意味着北方生产力对当地军事能力的提升；还发现了铜鼎，意味着北方制度对当地的影响。而中原制

度对岭南的影响，更早可以追溯到岭南地区牙璋的出现。这些来自北方的文化、制度乃至思想对岭南

全方位的渗透，为岭南地区文化进一步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二阶段。

秦汉时期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第三阶段。秦王朝建立后，开始着手统一岭南的大业。秦始皇

三十三年（前 214），凿通灵渠，沟通湘江和漓江，大军旋即席卷百越，于兹设岭南三郡，加上在福建

设置的闽中郡，岭南地区第一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这个进程还有反复，直到汉武帝平复南

越国割据政权，将岭南秦郡析三为九，设立九郡，标志岭南局势彻底稳定，中央王朝也从此开始对岭

南“深耕细作”，随之而来的汉文化逐渐显露出取代土著文化的势头。

岭南地区文化的中国化进程大势大略如此，但其中的细节问题甚多，有的还颇为关键。这些问题，

上文指出了一部分，实际上更多。所以我认为，当下岭南考古的重点还是要先把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搞

清楚一些。这是考古学的基础，关乎我们获得有关岭南地区的文化如何汇入中国历史大潮的更仔细、

准确的认识，这也是深入讨论岭南各历史族群、地方社会之关系的线索。在把握这些历史动态的同时，

[1]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下册），中华书局 2012 年，第 2270 页。

[2] 方勇译注：《墨子》，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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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积累一些古代社会的资料，以便将来条件成熟，系统开展岭南地区文化背后的社会变迁研究，即

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这是我的建议。

（责任编辑：吴昌稳）

Discussion on the Sinicization Process of the Lingnan Region
Zhao Hui

Abstract: In the diverse and integrated landscape of Chinese culture, Lingnan culture was onc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uniqueness and 
independence. However, in the subsequent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it gradually became integrated into the overall cultural 
framework,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 northern culture. ■e research on the ªsinicizationº process of the early culture 
in the Lingnan region should encompass Guangdong, Guangxi, and Fujian, while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hould become 
a focus of Lingn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nowadays. In the context of Lingnan within the landscape of unity and diversity, the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was similar in content and synchronized in process. From Jujian to Guangxi, there existed a semi-circular cultural belt 
located at the outer edge of the Lingbei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zone. In most of the time, the culture of the Lingnan region appeared 
to be passive and reactive, influenced more by the Lingbei agricultural and cultural zone, with more acceptance and less feedback. ■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ingna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stages. ■e first stage occupied the majority of the Neolithic period. 
During this time, Lingnan remained in a gathering economy without grain agriculture. However, with the strong rise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unprecedentedly active exchang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ultures, cultural relations became complex and were no longer 
a one-way transmission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e earliest appearance of the Hengling type of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
porcelain system implied that a new path of development distinct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society emerged in the Lingnan region. ■e 
second stage covered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during which the culture, systems, and even thoughts from the north penetrated 
into Lingnan in all aspect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inicization of the Lingnan culture. ■e third stage was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hen the Han culture gradually showed momentum in replacing the indigenous culture.

Keywords: Lingnan, Sinicization, Semi-circular Cultural Belt, Stamped Hard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System


